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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响
———兼论 “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作用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日本的安保智库，在相应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作用受到制约，但仍具有可观的影响力。在日本

安全防卫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官方研究机构、准官方专业思想库、经济单

位附属的调研机构、各种临时咨询委员会或小组。这些智库对日本安保决策的影响途径主要有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平面对流三种。综合而言，四类智库中的第四种，情况与其他国家相异，在日本主要安保决策

和文件拟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称为 “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当今时代，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包括

另类形态在内的日本安保智库的研究内容和政治立场，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对中日关系改善、

中国对日本公共外交，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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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美国、中国相比，在广义安保领域决策
的智库层级和环节中，既缺乏广泛涉足安保问题的
民间大型智库，也缺少专业研究安保问题的官方综
合机构①。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ＮＩＲＡ）

２０１４年对全国近３００家智库的调查统计，在提交
有效问卷的１８１个智库中，以国际问题 （含安全保
障）为研究领域的只占其中的３．９％左右，共有７
家；在列出的４６２件成果中，涉及对外政策的有

１９件，占４．１％；在这些智库完成的２　７２６项研究
成果中 （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国际关系及外交
安全领域的成果只有２１项，占总数的 １．０％不
到［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２０１８年１月发布的
“全球智库报告”中，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仅名列

全球顶级智库第１４位，防卫研究所、世界和平研
究所、东京财团等知名的日本外交安保政策智库甚
至未能进入榜单。所以，就表象而言，在事关国家
安全保障的决策体系中，“日本智库”的影响和作
用似乎存在着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欠缺，远不能
与被誉为 “第五种权力”的美国智库相提并论。究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
制定权向来主要掌握在精英官僚层 （既所谓的 “行
政国家”体制）和部分政治家 （即所谓的 “国防族”

议员）手里；而日美同盟基轴路线又使得安保政策
的 “讨论余地”和 “作为空间”殊为狭小。一句话，

与日本发达国家的身份相比，智库在这方面的活动
空间和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处于欠发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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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美国有兰德公司、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民间智库，
中国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的研究单位，广义上还有社会科学院系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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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不代表安保政策智库就不具有一定的
作用和影响力。事实是，如果采用广义智库的概
念，即把在日本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专
家咨询会议 （恳谈会和审议会等）———一种 “另类
日本型”的 “积智”形态算在内，那么智库在日本
安保决策中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①。个中
原因也很简单：上述两点 “制约因素”出现了松动
趋向。首先，官僚精英的决策垄断权受到包括行政
改革和政治主导等在内的各种挑战，而且在复杂的
新形势下，日本的安保决策敏感而多歧，容易引发
政治震动。这就导致权力精英们需要智库开展研
究、协商和宣传来增强社会交流和大众联系，以便
为政策出台形成一个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基本理念

或共识铺垫。其次，“政治大国”路线必然导致日
本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需处
理更复杂和更多元的国际国内安全议题———包括如
何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的安全义务、在国内松绑和
解禁各种安全束缚、以及建立何种对外安全关系
等②。与这种内外形势的变化和要求相匹配，智库
在日本安保政策领域的 “身形”也日显活跃和壮
大。这一点，仅通过日本各级各类智库近年发布的
众多献策报告及其所动员的知识精英阵容，就可以

看出一斑 ③。

一、日本 “安保智库”的种类和特点

在日本安全防卫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库，

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大种类：内阁或省厅下设的
官方研究机构、半 （准）官方的专业安保思想库、

大型公司和企业等经济单位附属的民间调研机构、

为政府特定议题提供政策建议的各种临时咨询委员

会或小组。除此之外，日本各大学也有一些附属的
相关研究所，但其业绩和影响力微乎其微，远远不
能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同类研究机构相提并论，故而
在此省略不论。

同时，通观四种智库的运作方式，还可以很明
显地发现日本智库在安保问题上 “寓智于民”“广
揽外聘”的共同特点：无论是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还
是民间智库，无论是大型智库还是中小型智库，它
们本身的专业力量并不足够应付献智献策的任务，

其提交和发布的大型战略报告或政策建议，或多或
少地几乎都要动员社会力量和外聘民间学者专家。

因而，日本知名外交安保专家学者，多被网罗进各
种智库网络中，作为 “库存”分子因素发挥作
用④。这可以算是 “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一大公约
数特点。在此之下，四类智库各自的具体特点
则是：

（１）内阁或省厅下设的官方研究机构，主要是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固定 “思想库”和 “智囊团”，

具有日常连续的、固定渠道的影响力。这类机构
有：防卫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 （部分涉及安保
领域）。这些机构的领导层一般直接有防卫省 （厅）

和外务省的高级官僚担任，如防卫研究所的近几任
所长均是由防卫省的高级官僚下放而来，一些研究
人员和工作人员则是从相关省厅直接派任而来，有
些也有机会从研究所上调到省厅机关⑤。另外，广
义上讲，这类智库也可以包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

经济产业研究所等，因为这些机构在必要的时机和
个别的场合也会提出自己对日本安保问题的看法。

（２）半 （准）官方的安保专业思想库，大部分
经费来自于国家预算或政府资助，领导层有退休的
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僚或商界大佬担任，部分研究
人员由官厅的官僚直接转任或定期轮岗充任。这一
类型智库 “受到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日本各政党的重
视”，“在日本政府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中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２］，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世界和平研究
所、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等。众所周知的是，世
界和平研究所是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时一手创办

的，目前他也还在担任会长，理事长则有防卫省次
官佐藤谦担任，其为数不多的专职研究人员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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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检索ＣＮＫＩ可知，在中国国内，吴寄南、刘少东、朱猛、王屏、张勇、王梦雪等学者都曾发表过有关日本智库的学术论文，但主要聚

焦外交政策，专门研究日本安保政策智库的论文几近为零。

事实上，美国近年也是希望日本能有更大的对外安全作为。

据笔者初步统计，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此类较有影响力的报告，至少不下６０部。

当然，这一特点最典型地还是反映在第四种类智库及其特点中。

例如，笔者熟识的道下德成，就是典型案例，道下曾在防卫厅防卫政策局任职，后调至防卫研究所任职。



是由外务和防卫等相关省厅借调而来①。而和平与
安全保障研究所，其理事长或所长几乎一直由退任
的防卫大学校长担任，如首任理事长猪木正道、现
任理事长西原正等。

（３）大财团和企业等经济单位附属的民间调研
机构，过去除了野村综合研究所之类的巨型智库有
能力提出诸如 “综合安保战略”等政策建议报告
外，单纯的民间智库一般只专注于研究和分析日本
的经济社会事务，对国家安全保障政策形成发挥的
影响力很是有限。这一现象，几乎一直持续到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然而，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情
况发生了如下两大变化。首先，像东京财团、日本
国际论坛、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日本战略论
坛、冈崎研究所等民间智库开始积极针对日本外交
和安全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献策报告、网络
挂载、媒体广告等途径施加自己的影响。其次，经
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等各大经济产业团体联
合会下属的调查研究组织，例如，经团联下属的
“２１世纪政策委员会”，关西经济同友会下属的
“安全保障委员会”等，在重大安全保障问题上，

或在日本政府行将制定、出台重大相关政策时，也
会代表经济产业界发声提议，寻求发挥相应的影响
力，以保护业界的利益。

通常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的意见倾向往往是代
表保守亲美政治势力的。这是因为，日本安全军事
领域的政策制定由保守集团控制———他们一直试图
调整和 “松绑”这些政策，同时这些领域在内很受
“产军复合集团”的操控和左右，在外则受到美国
方面的严密控制和影响。

（４）为政府特定议题提供政策建议的各种临时
咨询机构或小组，主要是首相或防卫大臣、外务大
臣直属的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或工作组，在有关安
保问题的重大决策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根据日本
的决策机制特性，该类临时机构，在遇到追求 “政
治主导”的领导人时，往往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

也可以说，在日本政府决策重大的安保方针时，此

种形式的 “另类智库”或智囊团所起的临时作用是

相当显著的。例如，在迄今为止的日本五个防卫大

纲制定过程中，当时的首相或防卫厅长官设立的私

人咨询机关 （顾问小组）都被认为发挥了较大的指

导作用，它们分别是：原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于

１９７４年设立的 “思考防卫之会”、１９９４年细川首相

设立的 “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２００４年小泉首相

设立的 “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２００９年鸠

山首相设立的 “新时代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

会”、２０１３年安倍首相设立的 “安全保障和防卫力

量恳谈会”。此外，１９８０年，大平首相的私人咨询

机构 “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安倍第二次当政

时于２０１４年恢复设立的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

基础的恳谈会”等，也对规划和影响国家的安保路

线及政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②。

二、智库影响日本安保决策的途径

一般认为，美国的外交安全决策回路往往是从

智库和学界提议，经过媒体讨论和发酵，再到引起

国会关注甚至介入，最后到总统及高级行政部门决

策和执行。中国智库在这方面的影响形式主要体现

在：提交咨询和献策报告、举行政策讲座和个人建

言、积极影响媒体及公众等。与中美这些典型的作

用途径相比，智库对日本安保决策的影响途径主要

有以下三种：

１．自下而上的形式。在日本，两大势力集团

具体主导安全防务政策：首先是防务或部分外务官

僚，其次是 “国防族”议员和政客。各级各类智库

的政策建议一般只有通过这两大渠道才能发挥影响

和作用③。也就是说，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大部分

建议，只有被这两大势力集团吸收或采用，才能上

升到政治日程表或决策层面。比较而言，官方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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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笔者熟识的星山隆研究员 （当时），原来在日本外务省亚大局任职，后借调世界和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现任驻外总领事。

也有意见认为，日本型的智库广义上也可以包括日本政党及议员组成的各类外交安全领域的松散的 “联合协商组织”。例如，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１６７位年轻保守党的议员组成了超越党派界限的 “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年轻议员之会”，石破茂和前原诚司领导，包括议会将近

四分之一的议员。诸如此类的议员组织实际上对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制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但笔者认为，智库的定义和外延不

宜无限扩大，议员联合实际上是一种压力集团和政治组合，即便将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智库标准扩大若干倍，也很难包含这种议员之间

的政治联合。

包括固定和非固定形式，前者有防卫研究所等，后者有各种专家恳谈会等。



更具备有利条件与官僚或政客进行直接的政策沟

通，并经常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来开展针对性的研
究，所以，在与政策接触和提供咨询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 “组织背景”和 “固定渠道”。不过，民间
智库为了发挥影响力，也会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机
会来寻求接触、游说和影响政府部门的政治议程和
决策过程。概括起来，这种自下而上的形式主要有
以下几种途径。

（１）提供和灌输政策理念。为达此目的，智库
会努力将自己的建议报告通过各种途径送达政策制

定者———向政治家和高级官僚等核心决策圈传递信
息。诸如日本国际论坛和东京财团等对安保政策领
域颇为关注的智库，都会将自己的主要献策报告递
交给有关上层。例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
一，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将政策提言 《扩张的中国与
日本的应对》面交野田首相①，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将
该论坛近年一直青睐有加的 “积极和平主义”议题
研究成果 《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方向》报告面交
安倍首相［３］。近期的例子则有，笹川和平财团会长
田中伸男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日亲赴防卫省，将 《为了
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国委员会政策提

言》面交小野寺防卫大臣［４］。
（２）参与政府政策咨询，接受政府委托进行安

保领域的专项课题研究。或者，主动选择政府急需
的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政
府决策提供备选方案。前者可以从防卫研究所、和
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等智库的成果史中得到印证，

后者集中体现在２００９年民主党上台、２０１２年安倍
二次上台后有关国家安全政策和日美同盟走向等的

建言报告中。
（３）经常或定期邀请高层政治人物或官僚出席

相关研讨会和论坛，或请其听取报告、发表意见，

或请其列席演讲和集会，以做到双方交换观点和相
互影响。日本官方或半官方、民间的智库都积极通
过这种途径与高层要人保持靠拢。例如，防卫研究
所牵头的 “防卫战略研究会议”、东京财团下设的
“安全保障研究项目”、世界和平研究所组织的 “防

卫与安全保障”及 “海洋安全保障”事业、笹川和

平财团 （含海洋政策财团）附属的 “安全保障事业

小组”及 “海洋安全研究”等组织的系列研讨活动

中，几乎都有 “防卫族”政治家、外务防卫部门高

官等参加②。

（４）积极参加官方事务，例如，出席国会外交

国防委员会或政府的相关听证会等。实际上，日本

的国会和安全防卫部门也往往愿意找与其理念相同

或相近的智库来发表意见，左右视听。例如，查询

日本国会的议事记录可知，冈崎久彦、北冈伸一、

田中明彦、西原正、伊藤宪一等广义上的智库专家

都在这种场合出现过。

２．自上而下的形式。日本政治社会的特性是

纵向分割、条块决策，各个官厅和利益集团往往只

考虑自己的利益，精英官僚普遍拥有较大的政策制

定权，执政党在决策时往往只是照准官厅提出的方

案。所以，一些强势领导人或锐意推进改革的政治

家为了打破这种 “日常性的”政策垄断和决策分

割，在面临外交和安保等重要领域的重大决策时，

往往要以 “政治主导”的形式设立综合的、跨界的

咨询专家委员会，来广泛吸纳各行各界的声音，照

顾各阶层和势力集团的利益。这些临时咨询会议的

报告一般直接交给首相本人，供首相在自上而下主

导决策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这也就意味着，在

日本制定重要安全政策时，由首相或内阁召集的咨

询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这个 “超级平台”往往具有显

著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种形式，与上述日本安保

智库的第四种类及其特点是基本对应的。

其典型案例就是在细川、小泉、鸠山、安倍内

阁时期，四个首相咨询机构在制定 《防卫计划大

纲》时发挥的广泛作用 （参见表１）。除此之外，

还有前述大平内阁为制定 “综合安保战略”而成立

的研究小组，中曾根担任首相时于１９８３年设立的
“和平问题研究会”，２０００年小渊首相设立的 “２１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③，２００１年小泉首相设立

的 “对外关系工作组”、前述２０１４年安倍首相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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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份报告书有安倍晋三等多位政要和名人签名联署。参见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膨張する中国と日本の対応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

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ｆｉｒ．ｏｒ．ｊｐ／ｊ／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３５．ｐｄｆ．

例如，前者有：前原诚司、石破茂、长岛昭久等防卫族议员，后者有田中均、别所浩郎、谷内正太郎、薮中三十二、西正典、高见泽

将林、德地秀士等次官级官僚。

其提交的政策报告 《日本的新天地就在日本之中———以自立和协治开创新世纪》，第六部分 《世界中的日本》是关于外交安保问题的。



的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等，都
在当时名振一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３．平面形式———政策鼓吹与宣传推介。当代
的智库一般都会通过大众传媒及一切宣传手段，以
举办会议和论坛、投放意见广告、发表时评文章、

发布大型战略报告或政策建议、对外交流 （推动第
二轨道外交或合作研究等）的形式及途径，来推介
其主张和进行观念引导，通过发挥广泛的社会影
响，来间接影响官方政策的制定。较之欧美智库，

日本安保政策智库之所以要结成更高密度的社会网

络，是因为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程
度、能获取的资源数量都更为有限”［５］。概括起来，

其中影响力较大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举行各种研讨会、论坛和会议等，邀请专

家学者、社会精英和各界名流参加。例如，著名学
者北冈伸一、田中明彦、五百旗头真、西原正、白
石隆、中西宽、添谷芳秀等就是这些场合的知名常
客。通过这种社会共同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和
认知，间接构筑了政策的支持基础。这类会议，尤
其每逢重要政策出台前后、重大安保纪念节日之
际，例如日美安保条约的逢十周年纪念、安保法的
制定和通过等①，多有举行。

（２）发布大型战略报告或政策建议。针对重大
安全议题提出专项献策报告，越来越成为智库影响
日本安全决策的重要形式。这种报告，一般是众多
高手集体合作的结晶，往往一出笼就受到国内外的
广泛关注，因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②。

（３）通过大众传媒尤其主流媒体扩大影响、制
造舆论。其形式有：刊登 “意见广告”，例如日本
国际论坛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日、２０１４年８月

６日在 《读卖新闻》等全国三大报纸刊登关于 “积

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和 “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

的方向”的意见广告，前者为了牵制鸠山内阁的安

保决策 “向左转”，后者为积极宣传其一贯主张的

积极和平主义等安全理念。此外，还有接受采访、

发表评论、举办吹风会等。这些活动，包括具有强

烈视听觉效果的影视媒体宣传，通过引发全民关

注，形成有利于智库理念被决策层采纳的公众舆

论，从而间接影响日本的安保政策制定。

（４）出版书刊、政策简报、资讯报告或普及类

读物，宣传安保理念。防卫研究所的 《东亚战略概

观》《中国安全报告》和 《简报通信》、和平与安全

保障研究所的 《亚洲安全保障》等为其中知名品

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国际问题》、外务省资助

出版的 《外交论坛》和 《外交》杂志，也会刊载有

关安全问题的某些重要文章。

（５）举办各种讲座和培训班等。例如，防卫研

究所为防卫省和自卫队中低级官员定期举行培训

班，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连续举行的 “安全保障

奖学计划”已培养出了一批知名中坚专家———添谷

芳秀、中西宽、村井友秀、村田晃嗣、梅本哲也、

岩间阳子、星野俊也、细谷雄一等。这些措施扩展

了国家安保政策制定所需的人才基础。

以上三种主要的途径中，第一种虽然显而易见

是 “通行的”和 “常规的”，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要从学术角度解明其真正的内幕和过程，确是

比较困难。鉴于此，文章结合日本的国情特点，主

要着眼于探究第二种影响途径的智库在日本安保决

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第二种是日本独特的

并且发挥明显作用的另类智库，也是已知作用最大

的一种。

·９１·

吴怀中：智库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响
政治外交研究 ———兼论 “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作用

①

②

国際問題研究所．日本の戦後７０年と積極的平和主義．［２０１５－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２．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ｐｄｆ／ｆｏｒｕｍ／１５０２２７ｊｐｎ＿ｐｏｓｔｗａｒ＿ｊａ－

ｐａｎ＿７０ｙ＿ｓｙｍｐｏ．ｐｄｆ．此外，例如，笹川平和財団 「日米安全保障研究会」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连续举行大型日美研讨会，并在

２０１６年形成最终报告，会议代表受到安倍首相的接见，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ｐｆ．ｏｒｇ／ｔｏｐｉｃｓ／ｔｏｐｉｃｓ＿２１０３４．ｈｔｍｌ．

例如，１０多年来被认为颇具影响的政策报告就有：日本国际论坛发布的 《第２６政策提言：新型威胁与日本的安全保障》（２００５）、《积

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２００９）、《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方向》（２０１４），防卫研究所每年发布的 《中国军力报告》、其附

属 “防卫战略研究会议”发布的 《年度战略报告》，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 《日美关系今后的展开与日本外交》（２０１０）、《全球公域与

日美同盟新课题》（２０１５）、《印太法治课题与海洋安全保障》（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东京财团研究部安保项目组发布的 《新日本的安全保障战

略———多层协调的安保战略》（２００８）、《日本的对中安全保障战略》（２０１１）、与美国 “新美国安全中心”合作完成的 《日美同盟与自由

开放的国际秩序》（２０１１）、发布的 《海洋安全保障与平时的集体自卫权》（２０１３），笹川和平财团发布的其安保研究会最终报告 《力量

与原则》（２０１６、与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研究）、 《为了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国委员会政策提言》

（２０１８）。



三、另类日本型智库———临时专家
咨询机构的影响力

　　日本奠定经济大国地位后，其安全战略也呈现
“大国化”和 “自主化”趋向。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开始，在安全防卫领域具有变革志向的领导人，纷
纷设立首相私人咨询机构 （参见表１），以使其提

出符合 “时代潮流”和凝聚国内共识的安全战略建
议。这些建议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被反映或吸收到国
家政策中去。这些高级咨询机构，可称之为 “另类
日本型”安保智库，在日本安保决策史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下面就以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和二战
后日本首个 《防卫计划大纲》的制定及出台为例，

来具体分析首相咨询机构及其建议书的影响①。

表１　首相 （内阁）级别的安保政策咨询委员会 （顾问小组）

设立者 设立年份 委员会／小组名称 政策报告名称及出台时间

大平正芳 １９７９年 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１９８０年

中曾根康弘 １９８３年 和平问题研究会 《国际国家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１９８４年

细川护熙 １９９４年 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
《日本安全保障及防卫力量的发展方向》，即 《樋
口报告》，１９９４年

小泉纯一郎 ２００４年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
《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即 《荒
木报告》，２００４年

安倍晋三 ２００７年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报告书》，
２００８年

麻生太郎 ２００８年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书》，２００９年

鸠山由纪夫 ２００９年 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
《新时代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将来构想》，
２０１０年

安倍晋三 ２０１３年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报告书》，２０１３年

安倍晋三 ２０１４年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

会 （新）
《关于重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的恳谈会报告书》
（新），２０１４年

　　 （一）案例研究一：“综合安保研究小组”与
综合安保战略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政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国际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开始提出的。当
时，日本战略派在对国际形势的研判中，开始深刻
关注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苏联威胁的增大以及两
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冲击。这些形势使他们对日本
的国家安全有了新的感受，增大了对能源安全、粮
食安全、资源安全等经济安全问题的担忧，认识到
安全保障已不可能仅仅以军事安全为中心，而应该
建立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以增强国

家抵御各种威胁的能力。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应
运而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初期，

围绕 “综合安全保障”，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展开了
各种讨论。例如，１９７７年１２月，野村综合研究所
公布了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本的应对———对２１
世纪的建议》报告，首次提出了 “综合安全保障”

的概念，开始从理论上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寻找新的
方向。１９７９年大平正芳执政后，这一理论开始为
官方所接受。１９７９年４月，大平正芳倡议组织了
由２００多名知名学者、工商界代表人物和政府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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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义上，小渊惠三首相在任时于２０００年设立的私人咨询机关 “２１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交的报告书 《日本的新天地就在日本之中

———以自立和协治开创新世纪》中 （第六部分 《世界中的日本》是关于外交安保的），以及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时于２００２年设立的私

人咨询机关 “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的报告书 《２１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中，也部分含有涉及国家安全保障的部分。但这部分内容

总体上属于 “外交智库”部分探讨的内容，故本文在此加以割爱。另外，拥有不逊于首相咨询机构影响力的大臣级咨询机构在日本也

并不鲜见，例如坂田道太防卫厅长官在任时的 “思考日本防卫之会”，福田康夫官房长官在任时的私人咨询机构 “国际和平合作恳谈

会”（２００２年曾向小泉首相提交的有关 “ＰＫＯ”的报告书被认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意义）。



组成的 “日本政策研究会”，内分９个小组，围绕
着日本的战略选择这一主题，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政
策研讨。这种研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在经历了
战后三十余年的发展和７０年代的国际体制的震荡
之后，意欲对战后的基本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政策
决心。

在研究会之下，大平正芳委托猪木正道 （议
长）、高坂正尧等２０多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组成
了 “综合安保研究小组”①，以全面研究综合安保
战略。研究小组按照大平提出的框架，经过一年多
的研究讨论，于１９８０年７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
份由高坂正尧主笔的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

这是日本第一份全面系统阐述综合安保战略并反映

官方观点的文件。文件认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
的因素不仅是军事侵略，还可能包括资源、能源、

粮食供应的不稳定、社会动乱以及自然灾害等综合
性因素，因此日本在适度发展防卫力量的同时，还
应重视非军事因素，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及文
化、科学技术等手段，综合地对付来自国内外的威
胁。同时，日本还应联合世界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
的国家，如加强与欧美的合作与协调，构筑 “环太
平洋联盟”，共同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６］。正如
后人评论的那样：“该报告虽然当时并没有成为政
府的正式计划，其中的构想也并没有全部实现，但
没有一部报告书可以像它那样明确提示出日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的安保课题和方法
论”［７］２７８。

１９８０年７月，铃木内阁成立后，继承了综合
安保构想，并为之下了明确的定义：“所谓综合安
保政策，就是对可能给我国生存基础以严重影响之
各种类型的威胁，通过外交、国防、经济等政策的
综合运用，妥善地防患于未然，以维护国家生存并

防止发生大的社会动乱。”［８］铃木内阁还组成专门班
子，就综合安保机构的组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为统
筹实现这一战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日本内阁会议决
定正式成立 “综合安全保障会议”。该会议的设立，

标志着综合安保理论及其政策正式上升为日本国家

安全战略，并得到了制度性落实。１９８１年１月，铃
木在日本第９４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明确了推
行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方针。

中曾根上台后，于１９８３年８月成立了由学界、

财界和政界的著名人士组成的 “和平问题研究会”

充当自己的智库，研究会的领衔人物为高坂正
尧②。该研究会在大平内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从防卫、经济、外交等领域，对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开展了新一轮的研究。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研究会向中
曾根首相提交了 《国际国家日本的综合安保政策》

报告 （以下称 “报告”）。

报告在理论上延续了大平内阁的综合安保战略

研究成果，在具体政策上则体现了中曾根的意图，

使日本的安全政策呈现出了显著的大国化特征，主
张应当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广泛的领域建
构高度综合的开放的防卫框架。报告认为，当今时
代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空前高涨，日本必
须摒弃 “一国和平”的构想，打破战后政治的种种
“禁忌”，积极承担国际政治与安全责任，努力做出
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大国的国际安全贡献。

日本重新思考包括构筑和平在内的综合安全保障政

策的基本理由，就是为了适应变化而寻找正确的
政策③。

由大平内阁首倡、铃木内阁继承、中曾根内阁
完善的综合安保战略，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体现
了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具有应对
苏联对外扩张的性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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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小组的成员 （即政策研究员）有：猪木正道 （原防卫大学校长、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饭田经夫 （名古屋大学教授）、高坂

正尧 （京都大学教授）、佐藤诚三郎 （东京大学教授）、江藤纯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木村汎 （北海道大学教授）、中岛岭雄 （东京外

大教授）、渡部升一 （上智大学教授）、佐濑昌盛 （防卫大学教授）、曾野绫子 （作家）、佐佐淳行 （防卫厅人事教育局局长）、渡边幸治

（外务省大臣官房审议官）、久世公尧 （自治省大臣官房审议官）、棚桥泰 （运输省大臣官房审议官）、大须敏生 （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国

际机构课课长）、木下博生 （通产省大臣官房秘书课课长）、鸿巢健治 （农林省大臣官房计划课课长）等。

即大平内阁 《综合安保战略》报告的主笔。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包括：阿拉伯石油株式会社董事长大慈弥嘉久、扶桑会社董事长佐藤

欣子、时事通信社顾问佐藤达郎、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委员会审议委员澈岛龙三、东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竹内道雄、国际大学理事长中

山素平、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中山贺博、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并木正吉、日本钢铁产业·工人联合会最高顾问宫田义

二、核动力委员会长向坊隆。

平和問題研究会．国際国家日本の総合安全保障政策，１９８４：２３－２４．



主动性。它标志着日本不再仅从一国范围内被动地
考虑安全保障问题，而是从更大范围内主动地思考
本国安全保障及促进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问题。可
以说，历经这三届内阁的探讨与实践，日本确立了
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形势相适应的安全战略。

（二）案例研究二：专家咨询小组与防卫大纲
制定

日本政府从制定首份防卫计划大纲开始，就以
成立专家咨询机构并使其起草政策报告的形式，来
对大纲的性质和内容等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专家

小组和其报告书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这一点，

正如日本知名防卫研究学者佐道明广所揭示的：
“在防卫政策更新时，成立恳谈会之类的组织并发
布报告，然后以此为基础考虑并制定防卫大纲———

这种形式的决策流程实际是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学者不单发挥评论作用，而且在政府制定具体
政策时，也是和政治紧密相关的”［９］。从表２可以
看出，专家咨询小组及其报告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的关系。

表２　三份报告书与日本防卫政策决策总体关系

“考虑防卫之会”报告书 （１９７５年） 樋口报告 （１９９４年） 荒木报告 （２００４年）

与 （基 本）防

卫政策的关系

防卫计划大纲 （１９７６） 防卫计划大纲 （１９９５） 防卫计划大纲 （２００４）

和平时期的防卫力量、基础防卫

力量构想

日美同盟、自助努力、多边

合作
自助努力、日美同盟、国际合作

与日美防卫合作

旧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１９７８）、

保卫海上航线 （１９８１）、制定共同

应对有事计划 （１９８１）、解禁对美

提供武器技术 （１９８３）

新 “日 美 防 卫 合 作 指 针”

（１９９７）、日美安保共同宣言

（１９９６）、缔结 ＡＣＳＡ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９年分别修改）、 “指针”

相关法案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ＳＣＣ多次磋商文件 （２００５．１０）、

伊拉克特别措施法 （２００３）

报告与对华防

卫政策
几乎没有正面涉及，没有明显影响

提及台湾海峡形势的不安定

性是亚太安全环境没有根本

好转的原因之一，但１９９５年

“大纲”顾及中国的反应，对

此没有加以表述和体现

具体指出台湾海峡的不安定性是

对日本的威胁，在２００４年 “大

纲”中被具体表述为 “对中国的

军事现代化和海洋发展动向，今

后有必要加以关注”

　　以下选取二战后 “考虑防卫之会”及其报告书
的形成和出台为案例，来具体考察另类日本型安保
智库与重要政策形成之间的关联。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日本的三木内阁诞生，坂田道
太出任防卫厅长宫。坂田认为 “防卫问题如果不能
得到国民的理解、支持、合作，即使具有怎样精干
的自卫队，具有怎样先进的装备，也不能发挥作
用。所以在日本的防卫和安全保障问题上，一定要
形成国民的一致意见”①。凑巧的是，坂田道太的
政策思维模式与其所要处理的课题之间形成了某种

契合，因为他出任后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

消除中曾根 “自主防卫论”对国内外政治的消极影

响，平息国内因安全政策论争而出现的去分歧，在

国家安全问题上形成某种国民共识。

为了争取日本国民对安全问题的理解，坂田道

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１９７５年４月，坂田道太组

织了由民间人士构成的 “思考防卫之会”，以广泛

听取民间人士对防卫问题的看法。该研究会的成员

包括牛场信彦、高坂正尧等１１人②。经过研讨，

该研究会向坂田提出了 《对我国防卫的思考》报

告。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要在防卫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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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嶽秀夫．日本の防衛と国内政治．

成员具体为：牛场信彦 （驻美前大使、外务省顾问）、金森久雄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佐伯喜一 （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高坂

正尧 （京都大学教授）、荒井勇 （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副总裁）、荒垣秀雄 （评论家）、角田房子 （女性评论家）、绪方研二 （日本电信电

话公司专务理事）、平泽和重 （评论家、ＮＨＫ评论员）、河野义克 （东京市政调查会理事长）等１１人。



使国民的认识取得一致，就必须综合考虑日本国民
的感情、国家环境、日本的特殊国情等，以确定
“和平时期日本防卫力量的规模”。该报告随后公开
出版发行，按照坂田的指示，不仅发至自卫队高级
军官手中，同时还大量发送至社会各界。坂田的这
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舆论工作消除 “自主防
卫论”造成的国内政治分歧，同时也在为制定新的
防卫政策进行政治动员。

该报告对防卫政策的重要影响，是认可 “和平
时期的防卫力量”方针，实际上为日本首个防卫计
划大纲的形成定下了基调。所谓和平时期的防卫力
量，实际是１９７３年３月由当时的防卫厅防卫局长
久保卓也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审议会上提出的，

主张应从西方共同防卫的 “统一军力”构想出发，

继续坚持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防卫构想，军事
力量的总体规模大体保持在 “四次防”后的水平，

军费开支努力控制在ＧＮＰ的１％以内。１９７５年７
月，升任防卫厅防卫次宫的久保对外表示 “如果从
规模的角度对我国的防卫力量进行说明是十分困难

的。应该说，不大不小地维持现状为好”。关于防
卫力量的标准，久保认为，应该以高坂正尧在 “思
考防卫之会”提出的 “抗拒力量”为标准。也就是
说，自卫队应具有的防卫力量，不是 “彻底击溃敌
对国进攻的能力”，而是 “抗拒速决战”，“努力不
让敌国自由行动、不屈服于敌国意志”的一种能
力［７］２５６－２６０。

日本防卫厅首脑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在向外
界透露，日本将根据 “和平时期的防卫力量”来制
定长期防卫政策即防卫大纲，这种和平时期的防卫
力量构想，实际是对 “自主防卫论”的否定。因
此，它曾引起防卫厅内部职业军人的激烈反对，但
这遭到了坂田的强势压制。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日本防
卫厅以 “长官裁决”的方式，决定了新的防卫方
针，形成了以 “和平时期的防卫力量”为标准的政
策原则。翌年１０月，三木内阁过了日本二战后第
一个 《防卫计划大纲》。大纲的核心内容是 “基础
防卫力量构想”，很明显，它的突出特征是对军事
力量规模进行限制。大纲的设计者久保亦公开承
认，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不是以 “自主防卫论”的
“必要防卫力量”为基准，而是以和平时期应保持
的防卫力量为标准，应避免规模上的过度扩张。

可见，“思考防卫之会”及其政策报告，以提

出 “和平时期的防卫力量”构想并间接提示 “基础
防卫力量构想”的形式，“为日本首个防卫大纲定
下基调并打开了绿灯，从而发挥了重要影响。该会
的主要成员是猪木正道和高坂正尧，高坂则发挥了
核心作用”［９］７３。

结　语

由于体制、资金和习惯等种种限制，日本智库
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仍然没有达到与其应有
地位相匹配的程度，包括安保政策智库在内，整体
上是持续萎缩而不是繁荣发展的景象。意识到此危
机，日本官民各界也在争取加以改善。例如，２０１２
年，受外务省支助和委托，以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理事长田中直毅为主席的 “外交与安保智库
问题有识之士恳谈会”，就向日本外务大臣提交了
呼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日本式智库”的建议
报告［１０］。而各级各类的安保智库，也通过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以及平面对流的各种形式，努力扩大
对外影响力，争取更多介入政策制定过程。其中，

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高级专家咨询机构及其成
果报告，正如案例分析所示，通过规范方向、设定
框架、提供概念、引导舆论等，对国家安全防卫政
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 “总体保守化”背景
下，日本安保智库的研究内容和政治立场，也具有
明显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加强日美同盟、国防
“正常化”以及整军经武、应对中国崛起等，往往
成为公约数议题和见解，此实有替政府背书、造势
之嫌。尤其是２０１２年安倍二次上台执政以来，这
一趋向更为明显。一些右翼保守学者与智库 “在军
事和战略上仍然对中国疑虑重重，强调应采取措施
加以防范”［１１］，不断发表强硬、偏狭言论，鼓动政
府制定 “防华”“制华”策略，恶化了日本的对华
政策及舆论环境，干扰了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在
中日谋求稳定及改善关系的当下，这对中国如何更
好地开展对日智库交流，从而影响日本的话语环境
和决策分析，进一步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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